企业公民行为对员工组织承诺的影响研究

——基于工作年限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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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些年，一些学者在研究顾客公民行为和组织公民行为的热点上开始转向研究企业公民行为。国外有些研究已经表明企业公民行为对企业绩效、顾客忠诚度、员工承诺等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对企业管理者做决策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来探讨企业公民行为的概念内涵、维度构成，在此基础上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对服务性企业的基层员工进行调查，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企业公民行为对员工组织承诺的影响，并且研究表明员工工作年限在企业公民行为与员工组织承诺之间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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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界越来越多的企业把企业公民行为纳入到商业战略计划中，比如不裁员政策、企业志愿者、绿色营销、道德伦理工程等都是企业公民行为的表现。超过90%的企业都有过捐赠行为，比如2011年和2012年的慈善捐赠里面，企业捐赠分别达到485.75亿和474.19亿均占捐赠总额比例的一半以上，企业公民行为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愈加明显，一些学者也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企业公民行为研究上。欧美学者在营销学领域和管理学领域都对企业公民行为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探讨。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现代工商业的发展尤为突出，在创造利润的同时，也加快了国家的发展并为人民带来了更多的社会福利。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企业普遍认识到传统的财富利润最大化等价值观念已经不能够很好的适用，。企业在面对资金挑战的同时为什么还要向社会捐赠如此高额的钱财和物资，在最初的慈善捐赠可能只是单纯的出于做好人好事，然而在慈善捐赠已经逐步成为企业社会营销的有利手段的同时，树立新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和文化价值观，承担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对企业的行为尤其是公民行为进行战略上的管理就尤显重要。我国学者姜丽群（2012）分析了我国伦理思想背景下的企业公民行为的义利两重性，并且构建了企业行为的义利模型。[1]由于地域文化背景的差异，在我国这个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影响企业表现出公民行为的因素是否有新的变化。本文从企业文化层面上来探讨企业公民行为的驱动机制，以便管理者做好企业公民行为的战略管理和企业文化塑造工作，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增强企业公民意识，更好的表现企业公民行为，提高企业的品牌形象和无形价值。

一、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企业公民行为

20世纪初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开始传播并很快盛行，逐渐改变人们对企业性质以及管理者受托责任的传统认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在服务经济与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公民理论逐步发展。企业社会责任之父Bowen于1953年，出版《商人的社会责任》这一专著，首次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并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现代大公司企业的管理者自愿承担的社会责任。[2]Davis（1960，1967）从管理学角度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表现出的并非完全以公司直接的经济和技术利益为目的的决策和行动。[3、4]20世纪80年代，Crroll（1979）提出企业社会表现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丰富并扩展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内涵,同时Carroll还提出了企业社会表现的三维度模型（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愿责任；社会问题管理；企业社会回应）。[5]Wartick等（1985）认为企业社会表现反映了企业社会责任准则、社会回应过程和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之间的根本性的相互作用。[6]Wood（1991）在Wartick等人的基础上对Carroll的企业社会表现三维度模型进行了修正，他认为企业社会表现是指一个企业组织的社会原则、社会回应过程与政策和方案的构成，以及当它们与企业社会关系相联系时所产生的可以观察的结果。[7]
对于企业公民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相关的文献资料和成果相对来说比较少。关于企业公民行为的概念目前学术界还未统一，所以企业公民行为的维度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1979年Carroll提出了企业所面对的四种社会责任也即社会责任四维度模型（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之后，Baron（2001）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战略性责任和利他性社会责任，而Husted和Salazar（2006）又在Baron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利他性企业社会责任和被迫性企业社会责任。[8]企业公民行为由多个维度构成，不同的学者对于企业公民行为的维度有不同的看法。Carroll从战略性角度分为经济、社会、法律和道德四种企业公民行为，又从主动性角度分为被迫性和自愿性企业公民行为。Isabelle和Ferrell等人（1999，2001）根据Carroll的研究将企业公民行为划分为经济公民行为、法律公民行为、伦理公民行为和自愿公民行为。[9、10]由于本文同样研究企业公民行为的文化前因变量，所以在本研究中采用Isabelle和Ferrell研究中的前因公民行为的四维度划分。

（二）员工组织承诺

组织承诺（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OC）作为组织行为学中的重要概念，由美国社会学家Becker在1960年首先提出，并把它定义为员工随着对企业的单方面投入的增加而产生的自愿参与企业各项工作的情感。[11]Buchanan（1974）认为承诺更多是是员工对组织的一种情感依赖，并非Becker强调的“由于员工单方面投入的增加而不愿意离开企业。Porter（1974）在此基础上将组织承诺是员工对企业的认同以及投入程度。组织承诺作为组织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迅速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但是总的来说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与态度有关，一种是与行为有关。[12]我国学者凌文铨、张治灿、方俐洛（2011）基于国内文化背景，认为组织承诺是员工对组织的一种态度，能够解释员工为什么要留在企业，并且他们把员工组织承诺作为检验员工对企业忠诚度的一个指标。员工组织承诺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组织因素（企业文化、企业公民行为、企业理论价值组织公平、组织认同、组织支持感、领导类型等）、工作因素（工作类别、工作设计等）、个体因素（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家庭等）。[13]
（三）企业公民行为与组织承诺的关系

学术界对企业行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学者关于企业个行为对员工的影响研究较少。部分学者，例如Backhuas（2002）、张良河（2009）等的研究认为企业公民行为能够提高企业的声誉，企业良好的形象对员工有较大的吸引力。[14-15]Baker（2006）、Chieh等（2010）的研究表明企业公民行为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影响。[16-17]Jaworski和Kohli（1993）认为员工组织承诺是员工热爱企业并且清楚他们的将来与企业相关，并且愿意为了企业做出个人牺牲。[18]企业公民行为能够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激励员工的组织承诺：首先，企业公民行为能够通过满足员工在工作场所中的要求激励员工组织承诺；其次，企业公民行为能够通过解决问题（例如保护环境、关心社会、关心员工）；最后，企业公民行为展示模范行为让员工感到自豪。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企业公民行为对员工组织承诺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1a：企业经济公民行为对员工组织承诺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1b：企业法律公民行为对员工组织承诺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1c：企业伦理公民行为对员工组织承诺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1d：企业自愿公民行为对员工组织承诺有显著正向影响

（四）员工工作年限的调节作用

员工在企业工作时间越长在某种程度上对企业的依赖感也会增强，也是员工对企业组织承诺的一种表现。工作年限越长员工对组织有更多的了解，会对员工组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凌文铨等（2010）研究表明工龄对员工组织承诺存在一定的影响。[11]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工作年限对企业公民行为与员工组织承诺的影响其正向强化作用，即工作年限越长，企业公民行为对员工组织承诺的正向影响越大，反之越弱。

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企业公民行为在个体特征调节作用下对员工组织承诺影响模型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样本选取

本研究通过对企业的基层员工进行问卷调查来获取数据。选择企业的基层员工作为调查对象一方面是对比前人对高管所做研究的不同之处，另一方面是新生代员工作为现代企业基层员工的主力，其自身的时代特点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问卷调查采取网络问卷发和现场问卷发放两种方式，其中现场问卷主要在泉州地区几家服务性企业的基层员工进行发放，最终收回问卷共186份。随后进行问卷筛选，网络收回的问卷中不存在选项漏选现象（网络问卷不填写完整不予以提交），其中对于所有选项全部选择一样以及提交问卷时间过短（由于本次问卷填写时间正常不会少于20秒，在出现少于20秒的问卷视为无效问卷）视为无效问卷进行剔除，现场收回的问卷中对于选项漏填、选项全部一样等无效问卷进行剔除。最终有效问卷共137份，有效率73.7%。

（二）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问卷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步分是企业公民行为的测量题项，第二部分是员工组织承诺变量的测量题项，第三部分是人口统计特征题项（包括调查对象的年龄、性别、收入等7个题项）。变量测量部分主要是参照Isabelle等人的问卷，进行了英文翻译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一定的调整（将不适用于员工的问题以及他们研究之后剔除的问题不计在本问卷内，并为了符合国内习惯进行了语序的调整），同时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1为完全不同意，5为完全同意）。企业公民行为这个变量的测量本文主要采用Isabelle和Ferrell等人（1999，2001）对企业公民行为研究的经济公民行为、法律公民行为、伦理公民行为和自愿公民行为四维度模型。其中经济公民行为包括义务生产、盈利、满足消费需求（Aupperle，1982）；法律公民行为行为企业在法律范围内完成经济目标；伦理公民行为是指关心社会期望、遵守道德标准；自愿公民行为是指企业参与社会改善（除了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Carroll，1979）。企业公民行为计量项目共16个，其中经济公民行为3个问题，法律公民行为4个问题，伦理公民行为4个问题，自愿公民行为5个问题，员工组织承诺共7个问题。本次研究的调查问卷加上个人基本信息总共30个问题。

四、数据分析

（一）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表1  样本的人口统计特征

	统计变量
	类别
	样本量
	所占比例（%）

	性别
	男
	43
	31.39

	
	女
	94
	68.61

	年龄
	16~24岁
	43
	37.23

	
	25~34岁
	65
	54.01

	
	35~44岁
	4
	6.57

	
	45~54岁
	1
	2.19

	
	55岁以上
	0
	0

	学历
	初中及以下
	8
	14.60

	
	高中或中专
	3
	7.30

	
	大专
	16
	15.33

	
	本科
	70
	51.09

	
	研究生及以上
	16
	11.68

	月收入
	800元以下
	5
	3.65

	
	801~2000元
	23
	22.63

	
	2001~4000元
	66
	58.39

	
	4001~8001元
	15
	12.41

	
	8001元以上
	4
	2.92

	工作年限
	6个月以下
	46
	37.23

	
	6个月~3年
	56
	50.36

	
	4~10年
	8
	11.68

	
	11年以上
	3
	0.73


根据表1可知调查对象男性少于女性，此次调查问卷的发放对象为服务性企业的基层员工，由于服务性企业的员工女性所占比例大于男性，所以调查结果里面女性比例明显多于男性。调查对象的年龄主要集中在16~34岁之间，占总数的91.24%。这是比较符合现实情况，基层员工的年龄一般是比较年轻刚入职不是很久的新员工。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新生代的员工的学历一般比较高，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占62.77%，这也是比较符合我国现实国情。在这种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况下，大学生也要从基层员工做起。而调查对象的收入主要集中在801~4000元，占总数的81.02%，这一数据也是比较符合实际，基层员工的工资一般都是不超过4000元。工作时间也都集中在3年以下，占总数的87.59%。
（二）数据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1. 信度分析

信度是指问卷测量的可靠性，它反映测量结果的一致性或稳定性。目前大多采用Cronbach's α系数计算信度。Cronbach's α系数越接近1，信度越好，当Cronbach's α值>0. 70时，其内部一致性较好，属于高信度；当0.35< Cronbach's α <0. 70时，其信度一般；低于0. 35则不可取。[19]本文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质量分析，计算企业公民行为各维度计量尺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具体结果如表1）。由表1可知经济公民的α值不是很理想，分析问卷可知经济公民行为维度的问题只有三道，由于问题数量偏少可能导致问题不能很好反映经济公民这一计量维度。其他维度，比如法律公民行为、自愿公民行为等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827、0.886都大于0.8，内部一致性还算可以。

表1  各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

	
	维度
	问题
	α（Cronbach’s）值
	

	企业公民行为
	经济公民
	Q19~Q21
	0.578
	0.910

	
	法律公民
	Q22~Q25
	0.827
	

	
	伦理公民
	Q26~Q29
	0.684
	

	
	自愿公民
	Q30~Q34
	0.798
	


2. 效度分析分析

首先，运用SPSS对企业公民行为的四个维度进行因子分析，得到结果如表2：

表2   企业公民行为的KMO及Bartlett检验结果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901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988.526

	
	df
	120

	
	Sig.
	.000


由表2可知，企业公民行为的经济公民、法律公民、伦理公民和自愿公民四个维度的KMO值为0.901 ，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值为988.526，自由度为120，显著性系数为0.000远小于显著水平0.05。由以上表格可知，企业公民行为各维度的KMO值均在0.7以上，比较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通过检测各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发现，各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均高于0.5的临界值，各观测变量能够被潜变量较好的解释，因此观测变量的效度可靠。
测量效度运用AMOS17.0软件进行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各测项在其所测量的潜变量上的因子载荷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t≥2.906），表明内敛效度可以接受。其中题项2、9和13标准化载荷低于0.5而选择将其剔除。

表3   变量测量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

	概念（各潜变量）
	测项（显变量）
	非标准化载荷
	标准化载荷
	T值

	经济公民

Cronbach's α=0.578
	Q1
	0.652
	0.501
	3.104

	
	Q2
	0.563
	0.403
	2.906

	
	Q3
	1
	0.827
	—

	法律公民

Cronbach's α=0.827
	Q4
	0.855
	0.668
	7.104

	
	Q5
	0.991
	0.751
	7.907

	
	Q6
	1.135
	0.788
	8.195

	
	Q7
	1
	0.741
	—

	伦理公民

Cronbach's α=0.684
	Q8
	1.035
	0.622
	4.934

	
	Q9
	0.651
	0.416
	3.735

	
	Q10
	1.382
	0.707
	5.025

	
	Q11
	1
	0.635
	—

	自愿公民

Cronbach's α=0.798
	Q12
	0.956
	0.766
	7.970

	
	Q13
	0.588
	0.462
	4.934

	
	Q14
	0.957
	0.718
	7.542

	
	Q15
	0.855
	0.658
	6.950

	
	Q16
	1
	0.724
	—

	员工组织承诺

Cronbach's α=0.886
	Q17
	1.082
	0.643
	6.429

	
	Q18
	0,937
	0.559
	5.699

	
	Q19
	0.920
	0.535
	5.488

	
	Q20
	1.102
	0.751
	7.289

	
	Q21
	0.956
	0.655
	6.530

	
	Q22
	1.002
	0.667
	6.633

	
	Q23
	1
	0.655
	—


（三）结构模型的拟合度评价及假设检验

在确认了信度和效度之后，文章基于最大似然估计法来计算模型的拟合指标和各路径相关系数的估计值。整个测量模型与数据的拟合度指标χ2=701.370（df=226 ρ=0.000；χ2 /df=3.103），GFI=0.696，AGFI=0.628，RMR=0.392，CFI=0.693，NFI=0.611，表明模型同数据拟合得不够理想。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可能是进行模型设定时遗漏了可能存在的路径关系，这样也表示模型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在进行模型修订之前假设的检验结果如表4：

表4   假设检验结果

	路径关系
	非标准化路径系数
	S.E.
	C.R.
	P
	标准化路径系数
	方向
	结果

	H1：企业公民

OC
	0.924
	0.122
	7.550
	***
	0.896
	正向
	支持

	H1a：经济公民      OC
	0.186
	0.078
	2.387
	*
	0.242
	正向
	支持

	H1b：法律公民      OC
	0.313
	0.069
	4.516
	***
	0.412
	正向
	支持

	H1c：伦理公民      OC
	0.052
	0.077
	0.683
	0.495
	0.055
	正向
	不支持

	H1d：自愿公民      OC
	0.499
	0.085
	5.874
	***
	0.692
	正向
	支持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由于伦理公民对行为对员工组织承诺的影响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伦理公民行为能够通过自愿公民行为进行间接影响员工组织承诺。所以首次进行模型修正将伦理公民与员工组织承诺的路径进行删减，并在伦理公民与自愿公民之间增加一条路径得到模型1。同样，伦理公民也可以通过法律公民以及经济公民或者通过其中二者或者三者间接影响员工组织承诺，由此得到模型2、3、4、5和6（具体见表5）。

表5   模型修饰过程与结果

	模型
	χ2值
	χ2 /df
	CFI
	RMSEA

	模型1
	434.30
	2.616
	0.804
	0.109

	模型2
	444.166
	2.676
	0.797
	0.111

	模型3
	481.364
	2.900
	0.770
	0.118

	模型4
	328.851
	1.993
	0.880
	0.085

	模型5
	372.822
	2.260
	0.848
	0.096

	模型6
	256.813
	1.566
	0.932
	0.065


由表5可知，模型6在各指标拟合上较初始模型有较大改善，相对其他模型6指标拟合最优，也达到了可接受水平，所以保留模型6（如图2）。在此基础上再对假设进行检验，其中假设H1d成立，假设H1a和H1b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企业公民行为



0.885***

                          0.892***

          0.911***



          0.941***                             0.612**


图2  最终模型及路径关系

注：系数值为标准化路径系数；*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四）工作年限的调节结果

  运用AMOS17.0对数据进行多组回归分析发现，工作年限在企业公民行为与员工组织承诺之间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文中对于工作年限对企业公民行为与员工组织承诺的影响其正向强化作用的假设没有得到支持。         

六、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的结论及启示

经过以上实证研究表明，文章提出的概念模型中的假设基本全部成立。其中假设竞争导向越强企业表现经济公民越弱不成立，究其原因可能是在我国文化背景下，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合作而不是竞争，所以竞争导向在企业文化中对经济公民的影响比较弱，也就是说及时企业采用竞争导向战略也不会影响其经济公民行为。其次，竞争导向对企业公民行为的三个维度都是负相关也即起负作用，企业在制定长期战略时应该考虑竞争导向对企业长期的品牌影响。人文导向在三个因素中对企业公民行为的影响最大，所以企业管理者应该重视企业文化人文方面的培养，以便更好的表现出公民行为。最后，工作年限在企业公民行为与员工组织承诺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明显，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样本量以及样本的代表性问题，另一方面可能是工作年限在十年级十年以上的样本占总样本量的比例较小。
（二）本次研究的局限性和今后的研究方向

1. 本次研究的局限性

首先，本次研究采用向基层员工发放问卷的形式进行本次调研，由于前人研究是向高管发放问卷，而本次研究旨在研究基层员工感知的企业公民行为和高管视角小的企业公民行为是否一致。但是，基层员工对于企业一些战略思想的理解可能存在一定局限，导致本次问卷调查的质量不是太高。其次，本文的调查问卷数量以及回收的有效问卷数量不是很充足，为了达到结果普遍适用性本次调查问卷的数量还需要要加大。
2. 今后研究的方向

目前，我国学者对企业公民行为的量表开发还有很多的问题，今后的一个研究方向可以开发普遍适合我国大陆的企业公民行为量表。在我国文化背景下企业公民行为的维度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对于企业公民行为的量表还需要后续学者的努力来填补这部分的空白。企业公民行为的研究是基于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而发展起来的，在公民行为理论里，研究组织公民行为与企业公民行为的关系还比较欠缺。新生代员工的学行为管理是企业管理者非常重视的问题，未来关于新生代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与企业公民行为的关系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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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Citizenship Behavior on Employee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Based on Moderating Effect of Working Experience

Guo Lili，Lin Meizhen

（School of Tourism，Huaqiao University，Quanzhou 362000，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some scholars in the study of customer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began to study on the hot spot of corporate citizenship behavior. Abroad som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orporate citizenship behavior of enterprise performance, customer loyalty and employee commitment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enterprise has the certain enlightenment function managers make decisions.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corporate citizenship behavior, dimension, on this basis, in the form of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e the grass-roots staff to service enterprises, through the empirical analysis to study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citizenship behavior of employee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employees working years in the corporate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the regulation between employee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is not obvious.

Key words：corporate citizenship behavior；employee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working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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